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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艾滋病的快速传播，已造成世界性的公共健康

危机。中国艾滋病的传播目前正处在加速扩散期，

1990 年以来，艾滋病检出报告数年均增长率在两位

数以上，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尽管艾滋病最初是在男性当中发现的，男性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仍占多数，但目前，女

性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在全

世界艾滋病感染者中，43%是妇女，每年约一半新感

染发生在妇女身上，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中，64％为妇女和女童，全球妇女和女童感染艾滋

病的机会是同龄男性的 2.5 倍。[1](P2)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性别不平等对艾滋病传播

控制的负面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国外不少研究尝试

从社会性别途径研究性风险行为的产生机制，希望

能够揭示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各方面影响因素，

从而为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理论依据。这些研

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不仅从人口社会学角度

分析和解释了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途径；而且为

社会性别主流化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领域的实践，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将对这些研究的理论

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从而为中国艾滋病的防治提

供理论依据。
二、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社会性别视野

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提

出的一个概念。生理性别指两性在生理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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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俱来，是后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社会性别指

社会对男女两性的特征、角色、活动、责任的期待和

规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结构，以及

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途径。[2](P168- 170)社会性别作为西

方女权运动和女性学的核心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学说的发展，业已成

为人文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正如 Gary所

言，社会性别无论是作为两性差异和分化的描述，还

是作为社会建构的原则，对理解艾滋病在全球范围

内的传播都有着重要作用。[3](P21，29)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社会性别理论的初步发

展，人们对性风险行为的解释实现了从个体理性认

知到两性情感和关系互动、从个体生物特征到社会

制度特征的转变。一些研究对社会性别与健康的关

系进行了验证，发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深刻影响到

两性的健康角色，以及两性对健康政策的受益程度；

提出由于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的差异，女性和男性

面临不同的健康风险，家庭的不同资源分配，以及卫

生系统的不同反应，并且两性寻求健康的行为和结

果也有所不同。
进入 80 年代，Connell 等建构了社会性别和权

力理论，对权力的性别差异与性风险行为的关系又

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并在异性恋关系中对社会性别

规范、感情影响和权力的互动机制进行检验。[4](P10)该

理论认为，在男女两性的人际关系中存在着权力分

配结构，这种结构给男性提供了主导、控制和压迫女

性的工具，使女性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女性在控

制性生活问题方面的社会从属地位影响了女性的健

康和行为，男性的个体权力如性自由、对性生活的控

制，也会导致男性从事不安全的性行为。[4](P10)

但是，直到 90 年代，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关系

研究才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一是

1995 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大会《行动纲领》
提出将性别观点纳入决策的主流，即实现社会性别

主流化。联合国的 186 个成员国，对此做出承诺，实

质性地推动了社会性别分析在各研究中的应用；二

是上世纪 90 年代，全球艾滋病的传播与扩散情势的

恶化，在全球尤其是非洲撒哈拉地区人口的艾滋病

感染率迅速提高，而且在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女性的

感染比例迅速增加并超过了 50%。随着研究的深

入，人们发现社会性别规范已经根植于各个社会的

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健康系统和普通家庭之中，造

成了两性权力分配的不均，深刻影响着两性对于性

行为的选择、对艾滋病感染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

以及对艾滋病信息和服务的获取程度等。[5](P10- 11)

由于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不同，在艾

滋病性风险行为研究中，西方学者形成了几种不同

的社会性别研究途径：一是通过研究性别差异，评估

男女两性易导致艾滋病感染的属性和特征。性别差

异途径的内在逻辑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迫使人们

以具有性别差异的方法活动的力量，它暗示了性别

是造成特定的行为的原因；二是在环境层面引入社

会性别的概念，关注建构男女两性关系的社会联系、
互动过程和认知实践，对艾滋病感染的影响。这种途

径的研究主要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索社会性别形成

的过程和实践，并特别关注生活在特定情境下女性

的艾滋病性风险行为；三是认为艾滋病性风险行为

是心理和文化的共同结果，注重分析社会关系和工

作条件对心理认知的塑造，试图从性别文化规范和

两性权力分配的角度，理解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及其

制约因素。这种途径的研究不仅检验了文化特征和

社会角色对性行为的影响，而且关注性别在调节社

会文化因素与性风险行为中的作用。以下有关艾滋

病性风险行为的研究评述，便是对西方研究者沿着

这三条社会性别途径趋近成果的总结和归纳。
三、西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研究中的社会性别

因素

社会的性别规范和性别角色期望，调整着男女

两性的行为选择，同时在个体、人际关系和文化层

次，深刻影响着两性的艾滋病性风险行为模式。在以

往的研究中，西方学者通过在以上三个层次纳入一

系列社会性别因素，有效地揭示了艾滋病性风险行

为产生的社会性别机制。以下对相关社会性别因素

的操作化情况进行归类，总结它们在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样本中被检验的情况。

1.个体层次

社会性别角色态度，即个体对于社会文化建构

中性别角色规范的认可程度。在传统的“男主外、女
主内”的社会性别规范下，男性被赋予更多的权力，

承担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女性则居于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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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照料家庭和子女的角色。对这种性别角色分工

的认同反映了这样的信念：妇女应该将性生活的决

定权交给男性，这就意味着如果她们的伴侣倾向于

不使用安全套，妇女就被置于性风险处境。在具体有

关性别角色态度与性风险行为关系的研究中，西方

学者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测量社会性别态度：

（1）特定性别态度(gender- specific role attitude)。
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者主要从特定性别方式，研究

性别角色态度与性风险行为的关系。社会性别角色

态度被操作化为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它们反映了

个体行为符合某性别规范的信仰。[6](P265- 272)针对青年

和青少年男性群体的研究发现：倾向于传统性别信

仰的调查对象比非传统型的调查对象，更少持续使

用安全套，且有更多的性伴侣。[7](P11- 29)对澳大利亚女

青年的研究说明，越具有男性特征，多性伴侣、饮酒

和吸毒后与临时性伴侣性交的可能性越高，但它与

安全套使用行为无关。[8](P273- 297)对美国黑人和拉丁美

洲青少年女性的研究说明，是否选择性风险行为（性

交方式）与传统的男性信仰有关。[6](P265- 272)

（2）性别差异态度(gender- comparative role atti-
tude)。进入 21 世纪，研究者更多地从性别角色差异

角度，分析性别角色态度与性风险行为的关系。认为

性别角色通过界定两性关系中各自的一般行为、性
谈判行为，以及在这些活动中两性的角色规范来影

响性行为。因此不同于特定性别方式的研究，性别比

较方式的研究所用的量表在设计上，更侧重对男女

两性的性别角色分工和角色期望进行比较。采用这

种方式的研究较多，但是相关的研究结论极不一致：

一是在性生活领域，同样持有平等性别角色态度，澳

大利亚女青年有更多的性伴侣；[8](P273- 297) 美国男大学

生却拥有更少的性伴侣；[9](P695- 708)二是在一般领域，对

于美国黑人妇女和拉丁妇女而言，婚姻家庭中的性

别差异态度与安全套使用行为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10](P613- 635)但对于前苏联的女移民青少年，性别角色态

度与性风险行为显著正相关。[11](P3- 22)而对于男性美国

黑人和拉美青少年，认同传统家庭角色分工的更倾

向于选择性风险行为。[6](P265- 272)

之所以存在以上差异，可能因为社会性别与性

风险行为的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影响模式存在

差异；在性生活领域与一般领域之间具有不同的反

映；甚至相同的文化背景和领域下，由于社会性别是

多层次构成概念，在不同的层次维度也有不同的表

现形式。
2.关系层次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主张，在理解对艾滋病的性

风险感知和性风险行为中，除个体因素外，还需考虑

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对于妇女群体更应如此。因为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性表达是情感和关系互动的过

程而不仅是认知的问题，性行为决策并非个体独立

选择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伴侣的配合

和性权力的分配。由此，伴侣间的关系在性风险行为

的研究中备受关注。
构成两性关系的因素存在于关系的不同层面，

反映了关系本质的不同特征。在有关艾滋病性风险

行为的研究中，这类关系可被概念化为性权力、讨论

行为、伴侣反应、关系亲密度、信任度、性满意度、关
系稳定度等变量。

（1）性权力(sex control power)。权力是最突出的

社会关系变量，当在两性关系中存在冲突时，权力可

能是一个相关变量。不平等的性权力被认为是艾滋

病性风险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预测指标。[12](P342- 347)

[13](P139- 145)权力的界定有很多方式，其中最主要的两种

是：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产生预期效果的

能力。[12](P342- 347)对于美国青年黑人妇女和低收入少数

民族妇女的研究证实，对安全套的自我控制程度越

高，持续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越大；越是感觉能够控

制伴侣使用安全套，持续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也越

大。[13](P139- 145) 对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妇女的研究也显

示，性关系的控制权掌握在男性手中，会显著增加感

染艾滋病的风险。[14](P155- 166)

但是有关性权力与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研究结

论同样存在较大差异。一些研究者对南非青少年、[15]
(P709- 722)美国白人和黑人男女，[16](P581- 611)以及墨西哥美国

人[17](P551- 580)等的研究，也得出权力与性风险行为不相

关的结论。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部分证实了权力与性风险

行为的关系。如一项针对夏威夷大学生的研究，将权

力的测量细化为调查者的权力、性生活的主导权、伴
侣的权力、相关资源的权力、一般权力，以及性生活

的从属权等 6 个维度时，只有前两个维度的权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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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风险行为显著相关。[18](P342- 347)另一项研究针对美国

青少年的研究，从情感关系权、一般情感关系权和决

策权 3 个维度测量权力，发现前两个维度与安全套

使用行为显著相关。[19](P17- 25)

（2）讨论行为 (HIV- related communication)和伴

侣反应(expectation reaction of partner)。性行为的选择

是伴侣之间互动的结果，伴侣间就性问题的交流和

反应，可以衡量性关系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功能。在传

统的社会性别角色下，女性对性问题羞于启齿，往往

默许了性风险行为的存在。因此，妇女如果能与伴侣

有效沟通交流，说服并获得伴侣的支持，就可能避免

性风险行为。大量的质性研究表明，对性问题缺乏有

效沟通是艾滋病在异性伴侣间传播的重要因素。如

果受到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制约，男女两性对于性

生活方式的选择都保持沉默，他们从事安全性行为

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12](P283- 294)在传统社会性别规范

下，女性由于拒绝丈夫的性要求或试图讨价还价可

能会导致家庭暴力，因而会冒着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接受性要求。
以往研究中对于讨论行为和伴侣反应的界定，

有些针对具体情景，有些则针对更一般的性关系。但
无论是性偏好交流行为还是性信息交流行为，都与

伴侣的反应高度相关。对墨西哥、多米尼克、波多黎

各等国妇女的研究发现，讨论行为、伴侣反应与妇女

的安全套使用行为显著相关，与伴侣讨论过的艾滋

病问题越多、认为伴侣负面反应越少的妇女，使用安

全套的可能性越高；[20](P415- 427)对墨西哥美国人[17](P551- 580)

和海地妇女[21](P79- 92)的研究表明，讨论行为与安全套

使用行为也呈现显著正相关。针对纽约艾滋病阳性

妇女的研究也说明，伴侣的支持与安全套的持续使

用显著相关。[22](P691- 708)

（3）关 系 亲 密 度 (emotional closeness)、信 任 度

(trust/Commitment)和性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sexu-
ality)。关系亲密度、信任度和性满意度作为衡量关系

紧张程度的三个重要维度，反映了两性关系的主观

特征与功能内涵。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

式下，许多女性的社会参与机会被剥夺。从弥补女性

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考虑，性关系对女性发挥

着获取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功能。女性一旦失去这种

功能，她们在性关系中的弱势和从属地位将更为凸

显。
关系亲密度的界定侧重伴侣间的爱恋和浪漫感

觉。已有研究发现，对于女性性工作者，与客人关系

亲密度越高，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越低；[23](P463- 470)对于

男同性恋者，亲密程度与较低的安全套使用率显著

正相关。[24](P321- 331)但就南非女中学生而言，在稳定的

性伴侣关系中，关系亲密度是持续使用安全套的显

著预测指标；[15](P709- 722)对墨西哥美国人[17](P551- 580)和美国

大学生[25](P203- 210)而言，关系亲密度与安全套使用行为

无关。
关系信任度的界定侧重伴侣间的忠诚和坦白。

已有质性研究提出，安全套是夫妻间缺乏信任和忠

诚的表现，在稳定的夫妻关系中不使用安全套是安

全的。[26](P561- 566)对墨西哥美国人、[17](P551- 580)美国白人妇

女，[16](P581- 611)以及美国黑人妇女[13](P139- 145)的定量研究证

明，忠诚度与安全套使用行为显著负相关。但对于美

国纽约艾滋病阳性妇女，二者呈现正相关；[22](P691- 708)

对于美国大学生而言，关系忠诚度与性风险行为无

关。[25](P203- 210)

性满意度的界定侧重对伴侣间性生活及关系的

主观感受。有些界定针对具体的性生活，有些则从更

一般的性关系角度界定。但对墨西哥美国人、[17]
(P551- 580)美国大学生 [25](P203- 210)等的研究反映，不管用哪

种方式界定性满意度，都未能证实性满意度与性风

险行为的相关性。
（4）关系稳定度(duration and stability)。关系持续

时间和状态作为衡量关系稳定程度的指标，反映了

关系的客观特征与结构内涵。已有研究中对于关系

稳定度的界定，有的侧重性关系的持续时间，有些侧

重伴侣间年龄的差异，并且研究结论也极不一致。如
有研究显示具有稳定关系的群体比临时关系群体使

用安全套更为普遍；[22](P691- 708)但是，也有研究提示关

系长度与安全套的持续使用负相关。[27](P211- 213)对赞比

亚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安全套的使用与两性的年龄

差异显著相关；[28](P118- 127)但对美国黑人和白人青少年

的研究却说明，这种相关性不显著。[16](P581- 611)

3.文化层次

根据社会建构主义①的视角，心理学现象离开他

们所发生的环境不可能抽象的存在。男女两性的行

为模式及其性别角色分工的差异也根源于社会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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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创立，该理论认为性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外界条件的观念，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而这种

建构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改变而不同。

程。在男权主义的社会性别文化规范盛行的环境中，

社会普遍认同由男性掌握着性生活的自主权，并拥

有婚前和婚外性生活的自由；妇女则应该忠诚于性

伴侣，尽可能满足伴侣的性要求。为此，妇女较难拒

绝伴侣危险的性行为要求，从而增加了感染艾滋病

的风险。
男女两性关于性关系的行为标准，反映了性别

角色规范的作用。文化规范(culture norms)或群体规

范(group norms)，对于理解性风险行为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在已有研究中，性别文化规范多被界定为同

伴规范或群体规范，研究已经证实它们与艾滋病性

风险行为显著相关。[29](P465- 476)但是，由于测量方法和

研究样本的局限性，已有研究对于性别文化规范的

检验还不够深入。
四、未来的发展方向

社会性别通过从信念、规范、习惯和实践等方

面，界定男女两性的角色和行为，对于艾滋病的感染

和防治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三个方面发

挥作用：一是决定个体感染艾滋病的脆弱性；二是决

定个体感染艾滋病后获得关注、支持和治疗的能力；

三是决定个体受到艾滋病感染或影响时的适应能

力。[5](P10- 11)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析范

畴，社会性别对于理解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有着重要作用。
本文在介绍社会性别概念、理论和研究途径的

基础上，评述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艾滋病性风险

行为研究中，在个体、关系和文化层次的社会性别变

量的引入和检验状况。结果说明，社会性别视角的导

入有助于透视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可以有效提高研

究中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解释力，而且，不同文化

背景和不同研究样本，社会性别对艾滋病性风险行

为的作用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由于社会性别途

径的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先前的研究未能充分揭

示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社会性别机制，在以下几个

方向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1.对社会性别变量的进一步导入和检验

社会性别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作用具有多层

次性，社会性别因素广泛分布于个体层次、关系层次

和文化层次。在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研究中，社会性

别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已被证明有效。但是，各层次社

会性别变量与艾滋病性风险预防行为的关系，在不

同样本群体中的检验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以

往的研究更偏重于对个体层次和关系层次的影响因

素研究，在文化层次的探索还不够深入。而社会性别

规范导致两性间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已深深根植于

各个社会的文化背景中，表现为制度因素、经济因

素、文化因素等，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影响十分深

远。可见，对于特定文化背景下各层次社会性别因素

的作用模式，还需要在进一步的跨文化效度检验中

予以诠译和检验，特别是有关文化层次的社会性别

因素，还需要认真分析和挖掘。
2.将各层次社会性别因素纳入一个整体分析框

架

已有研究证实社会性别角色的构成存在多面

性，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影响呈现出层次性和系

统性。但目前还缺乏一个整体的框架，将不同层次的

社会性别因素整合在一起，系统地阐释艾滋病预防

行为产生的社会性别机制。因此，既无法进行统一衡

量，不同层次和同一层次内部的社会性别因素对艾

滋病性风险行为的影响效应，也难于透视不同社会

性别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

开发一个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整体分析框架，从多

层次反映社会性别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共同作

用。
3.分析社会性别对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影响途径

的性别差异

当前研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社会性别途径，以

及广泛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情境对妇女艾滋病感染

的影响方面。国外大量的探索性研究证实，妇女面对

基于性别基础上的权力不平等，在进行安全性行为

谈判和拒绝非意愿性生活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无形

中增大了艾滋病感染的风险。也有少量研究发现，由

于男性的特定社会性别意识和态度，以及男性的性

关系行为方式，将男性自身及其女性伴侣置于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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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的风险境地。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对于男女

两性艾滋病感染的社会性别途径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方面，还缺乏全面的分析和判断，还需要在实证研究

中补充有力的证据。
4.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在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干预

上的应用

当前，国际上已有一些项目在 HIV/AIDS 干预

中考虑了社会性别因素，这些项目承认社会性别差

异的存在，并通过满足两性的特定性别需求，消除性

别不平等，极大地提高了 HIV/AIDS 项目和政策的

有效性。[5](P10- 11)但是，现有的研究更多地将社会性别

作为理解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一种理论视角，较少

从行为干预和改进层面研究它的作用，因而对于艾

滋病性风险行为干预的指导性不强。根据已有研究

结论，很难确定从社会性别的哪一角度实施干预，更

有利于减少和控制艾滋病性风险预防行为。此外，社

会性别对于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的影响虽然存在于个

体、人际关系和文化层次，但就被干预对象而言，主

要是在认知和心理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在艾滋病性

风险行为干预中，还可以考虑在心理认知模型中纳

入社会性别视角。但是，虽然基于心理认知模型的艾

滋病传播干预虽不少见，但在如何在模型中纳入社

会性别因素上还未见过专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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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会失去这种机会。再次，调解离婚中，情感会影

响离婚的结果，这有悖于法制主义。况且，调解委员

会委员年龄普遍偏高，他们的眼光可能不完全适应

现代社会，如果其相应知识不足，调解很可能导致某

一方当事人利益受损。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哪些民

事案件适合诉讼程序，哪些适合诉讼外的争议解决

方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各国都应当

采取诉讼的解决方式和诉讼外的解决方式双轨并

行，并使这两种方法协调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李玉子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中韩

两国离婚的诉讼外调解定位不同：韩国是当事人必

须经历的一个前置程序；在中国，一方要求离婚，可

以直接向法院提出诉讼，有关部门的调解并不是离

婚诉讼的一个必经程序。另一方面，诉讼内调解也有

所不同，韩国法院的调解是由专家完成，而中国是由

法官进行。
李玉子还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应对中国已有的有关部门的离婚调解进行重

新评定。因为，有关部门的调解更多的不是依据法

律，而是依据常识性的情理来进行，需要调解人对当

事人的情况十分了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

流动性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薄，相互了解很

少，这就给有关部门调解增加难度。同时，有关部门

的调解人员一般都是非专业的。城市居委会中，进行

调解的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她们的观念往往

跟不上现代婚姻理念的发展，很难对中青年夫妻进

行有效调解。第二，韩国最近确立的离婚熟虑期制度

是个好制度，但其可能引发的负面问题也值得关注。
譬如，在熟虑期间，已经提出离婚申请的夫妻若再在

一起生活，很有可能发生家庭内部的语言暴力等；熟

虑期间还可能出现某一方进行财产隐匿的现象。这

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引进熟虑制度的时候慎重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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